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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儒学与敬重前贤

———就《意志与真知》一书与邹晓东博士商榷

孙清海

熟悉中国哲学史的人都知道，宋明时代是儒学发展极为重要的阶段，产生了许多影

响中国乃至世界的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如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等，可谓群星闪耀。

正是由于这些思想界“群星”的巨大影响力，后人对宋明儒者的“研究”也往往以敬重与

崇拜为主，或作为权威引用，或为其辩解，但“挑刺”或者“批判”的研究很少。做个不太

恰当的对比，如果说西方哲学史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为旨

趣，表现为批判与超越的特征，那么相比而言，中国哲学史则更多呈现出“吾爱真理，但吾

更爱吾师”的旨趣，于是顺服权威、谦虚包容，成了中国哲学研究的一大特点。特别是在

难以理解、难以赞同权威观点时，学者也往往要从自身的修为和工夫不到家等方面去找

原因。至于这特点是好是坏，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诚实来讲，我个人也遵

循着中国哲学研究的这一特点，对朱子和阳明等先贤学者都充满了敬意。所以，当邹晓

东把他的新著《意志与真知———学庸之异》一书交到我手里时，“导言”部分就实实在在

把我惊到了，他要“与宋明范式角力!”天啊，难道晓东胆敢挑战整个宋明传统不成? 果

然，我的猜测没错。这本书从研究的内容和基本方法策略等多个方面透出一股“锐气”，

直接挑战“朱王”为代表的道统论! 于是我的疑问马上就产生了: 宋明道统论到底出现了

什么问题? 你邹晓东的观点到底如何? 你使用的方法能够站得住脚吗? 你到底是初生

牛犊不怕虎，还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呢? 这些问题促使我花了几天的时间一气读完了此

书，掩卷静心而思，不禁感慨: 这绝对是一部新锐之作，是一部融“理想、热诚和胆气”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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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年轻学者的翘楚之作! 概括来说，这部书绝对“新”，这主要体现在观点新、问题意识

强、方法论独特等方面，但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锐气太盛，对先贤的敬重感不足，同时义

理太强，而集解、考据等基本功夫则不太扎实。所以，如果说这部书的优点在于作者有敢

于挑战权威的精神、敏锐的问题意识、严密的哲学论证，为年轻学者研究儒学树立了榜样

的话，那么缺点则是个别观点锐气太重，不容易为传统儒学研究者所接受。笔者写下这

篇文章，一方面是想梳理出晓东这部书的优点和缺点，强迫自己读完或者读懂他的这部

书; 另一方面则是想就其中的一些观点和问题意识提出我自己的看法，由此与晓东商榷。

首先来看这部书的第一个特点，观点新颖。从内容来看，这部书首先致力于挑战朱

熹的观点，认为《大学》最迫切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知而不行 ”或“意志薄弱”，而不应当

是朱熹所认为的“格物致知”。① 作者指出，传统观点认为“致知”和“格物”作为儒家“八

条目”的“本”与“始”，应当大谈而特谈，但我们是否可以逆向思维，认为:“《大学》秉持一

种根深蒂固的‘教—学’意识，故在很大程度上将‘知识—理解’视为可以通过‘教—学’

授受或传承的现成之物; 而面对现成的应然之知，能否切实践行，便成为摆在教师与学生

面前的突出问题。这便是所谓的‘知而不行—意志薄弱’问题在《大学》中得以凸显的基

本逻辑。”②换句话说，这本书最大的新颖之处在于“置换主导性问题”，由此“提出了一种

迥异于宋明范式的新的《大学》解释方案”。可以说，这种观点，的确有点振聋发聩的感

觉，甚至夸张点说，如果晓东现在是学术名家的话，这观点似乎也可以称为“晓东新观”

了。但是问题也随之产生了: 这种新观点真的能站得住脚吗? 当然，作者在本书的的确

确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进行论证，其逻辑也算清晰，论证也算有力。但总体看来，尽管晓东

的观点和论证都严格遵循当代学术规范，但其挑战朱熹的权威观点，则意味着他要与整

个儒学道统为敌，特别是要与当代很多儒学“信徒”、朱子的“铁粉”为敌，如果没有当年

康有为写作“两考”掀起思想飓风的那种胆魄和豪气，我估计晓东遭受的“压力”会是难

以承受之重。此外，笔者还注意到，书中在谈到王阳明时，有这样一段话: “《大学》自二

程、朱熹以来早已拥有不容动摇的巨大声望，王阳明似乎从未考虑过要去挑战《大学》的

‘正典中的正典’地位。反过来看，贸然挑战一篇声望巨大的正典，极有可能使自己被边

缘化。”③我读到这段话时，很怀疑晓东是在写自己，借古铭志，他似乎已经做好了自己

“被边缘化”的心理准备了。从日常交往中，晓东时时透露出自己在北大做博士后两年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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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排挤”的苦闷，我现在似乎很能理解为何他会苦闷了。

其次，敏锐的问题意识。这部书的“新”还体现在作者敏锐的问题意识上，或者说，这

部书的成功之处，恰恰就在于作者靠着“问题导向”，一步一步跟随着论证，展示出了作者

的学术功力。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是作者写作的基本方式。读者处处可

以感受到作者强大的问题意识。比如，作者首先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观点提出质疑，然

后认识到这两条目背后所涉及的“知识—理解”问题。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究竟

是什么原因淡化了《大学》作者的此一问题意识呢?”①作者为要思考和解决问题，于是就

置换了《大学》的主导性问题。进而，作者又提问: “既然在《大学》这样的思想系统中，

‘天命之性’概念并不具有起点性的基要地位，那么，《中庸》为什么会大张旗鼓地以‘天

命之谓性’和‘率性之谓道’开其篇呢? 换而言之，是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促成了‘天命之

性’概念在《中庸》中的地位升级?”②通过梳理《中庸》相关文本，作者顺理成章地呈现出

自己的观点:“真知”问题。“如此一来，如何真切地体知‘道 /中庸’，就成为必须解决的

核心问题。这正是《中庸》的主导性问题意识，我们称之为‘真知’问题。”③然而，一旦提

出了“真知”问题，作者就发现，这个问题的难度远远超出了《中庸》作者的料想: “尽管

《中庸》设定了‘天命之性’，作为修身者体认‘真知’的生而固有的内在向导，但问题在

于，如何利用好这种内在资源?”④归根到底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率性’，如何做

到真正的‘率性’?”⑤可以看出，这部书最明显的特点就在于以问题为线索，稳扎稳打，步

步为营，逐步展示出作者独特的观察视角和严密的论证风格。不过，明眼人也很容易看

出，能够提出“真知”问题，很显然必须要有很深的西方哲学背景，这里的“真知”问题其

实就是西方哲学中“真理”问题的变体。可以说，晓东提出的问题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

自他的“西学”。至少有两点可以证明: 第一，作者在第三章《“教—学”意识凸显“意志软

弱”问题》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教—学( 施教—受教) ’意识不要求学生担负发明知识的

责任。知识被认为由施教者和教材提供。在从教师和教材那里领受知识的基础上，受教

者的主要责任就是: 把所领受来的知识落实为行动。相应地，能否忠实地践行所学之知，

就成为教师评判学生的根本尺度。传承并践行既定之知既是‘教—学’的基本目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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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自然会对学生身上的‘知而不能行’问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由于问题被认为是出在

‘行’而非‘知’上，也就是说它被视为意志持守而非智力探究问题，我们也称之为‘意志

软弱’问题。”①熟悉西方哲学尤其是祁克果的《哲学片断》的人，肯定会看到，这段“教

师—学生”以及“意志软弱”论，其实就是祁克果的“教师—学生”以及“罪”的问题的翻

版。可以说，晓东深受祁克果思想的影响，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将祁克果的问题意识带

入中文语境，用之撞击中国经典，从而提出自己的角度和看法，形成了很强的问题意识。

当然，或许反对人士对此会很不以为然，认为晓东的这些问题属于“无病呻吟”，在纯中文

语境下，尤其大家在“圣贤崇拜”的情结中，对作为儒学经典的《大学》《中庸》及其经典解

释只会以“接受”为主，很少提出挑战和质疑，所以这些问题或许根本不会提出。然而笔

者认为，在当今信息爆炸的“地球村”，中西文化的界限已然模糊不清，无论是以西方问题

撞击中国哲学，还是以中国问题撞击西方哲学，其实都是“做哲学”的一种方式。这就像

胡适用实用主义方法，冯友兰用逻辑分析方法以及牟宗三用康德哲学来解儒学一样，晓

东用“西方问题意识”来死磕中国传统经典，也是做哲学的一种方式，何况这种方式可以

“激活中国思想界的真理意识”( 谢文郁语) ，从而为中国传统经典的诠释带来一股新鲜

血液或清新之风呢。

最后，谈一下本书的方法论问题。本书的“新”还在于其独到的方法论意识。在哲学

研究中，方法论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可以说，哲学论证的魅力或者成功与否就在于作者

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不同，则论证过程、思维方式及结论导向等均会不同。在本

书中，作者明确指出，自己使用的是一种“解释学”的方法，但是，这种解释学理念非常新

颖，“提出了一种‘在“本文—研究者本人—所有其他读者”的三方互动中彰显“文本的可

阅读理解性”’的解释学理念，并进而基于‘三方互动的畅通性’重新界定了‘文本研究的

客观性’”。② 作者明确指出，这是一种“主体间”的文本解释学，其特征是既能避免“独断

论”，又能避免“相对主义”。③ 作者似乎对这种方法极其自信，不但在全书多个章节贯彻

使用这种方法，而且以此为标准，对传统的解释方法进行评判。试举一例: 作者在第一章

《解释史批判与方法论反思》最后的“小结”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针对道统论解释学和

片断性历史考据分别将义理的最佳性与考据的片断性作为文本研究( 文本解释) 的客观

性的基本指标的误区，我们在本章中基于‘“文本—研究者自己—所有其他读者”三方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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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畅通性’重新定义了‘文本研究( 文本解释) 的客观性’。在既定的解释方案中简单

地选边儿站，或强行贯彻某种义理立场，均有违于本章所提倡的‘三方互动’的解释学理

念。以‘集注’的形式搜罗现有解释，进而取舍、折中、调和，看似是在执行‘三方互动’原

则，但‘集注’有效的片断性考量无法有效驾驭那些苦心孤诣的系统性的《大学》《中庸》

解。换言之，以‘集注’的方式无法同《大学》《中庸》的宋明解读传统形成深入有效的互

动。”①这段话表面看来，显得平淡无奇，但其中所隐含的“霸气”，如果仔细读来，似乎也

咄咄逼人。不过针对这种方法，笔者倒是有几个问题想提出来与晓东博士商榷: 第一，为

什么是“文本—研究者自己—所有其他读者”三方互动，而不能是“文本—读者”两方互

动? 作为中国人，如果懂得中国汉字，且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所热爱，基本上会直接阅读

《大学》《中庸》这些经典本身吧? 这样就变成了一种“文本—读者”二元关系，为什么非

要加入“研究者自己”这个第三者呢? “研究者自己”跟翻译活动中的“译者”的作用是完

全不一样的。“译者”是“源语文本”与“译语读者”之间的“桥梁”或“中介”，是必不可少

的一环，没有他，读者会看不懂“源语”，比如中文读者可能无法直接阅读村上春树或托尔

斯泰的文学作品，而“研究者自己”则完全没有“译者”那么重要的作用，作为读者，为什

么非要“画蛇添足”呢? 用个很不恰当的比喻，如果读“研究者”的解释文字感觉像吃别

人嚼过的馒头的话，读者完全可以直接吃馒头，或者宁愿选择不吃馒头，难道不可以吗?

为什么非要靠“研究者自己”这个中介呢? 第二，晓东使用的这种“解释学”方法，强调的

是“互动”，也就是“生存上的互动”。这种方法来自谢文郁先生的“生存分析法”，“它力

求在与‘文本’互动的过程中面向文本所触及的‘生存问题’，并在‘问题意识’中梳理概

念、呈现方案，进而在概念界定、论证技巧、方案设计，乃至问题的提法上与‘文本’进行切

磋”。② 但是，仔细阅读谢文郁先生的著作和论文，如《自由与生存》(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道路与真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文本诠释与哲学史研究》( 《文史

哲》2016 年第 4 期) 以及《语言、情感与生存———宗教哲学的方法论问题》，会发现“生存

分析法”更加偏重于“情感”的认识论功能，“情感赋义”或者“情感指向”才是这种研究方

法中极为重要的关键点。换句话说，“生存互动”其实更强调读者与经典文本之间的“情

感共鸣”。经典文本的魅力就在于触发了人的生存关注。这才是“生存分析”所特别强调

的。至于是否要“取消文本本义”，用谢文郁自己的话来说，一定要注意“文本本义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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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基础:“对于陆九渊来说，‘六经注我’中的圣贤书是有本义的( 敬重古代圣人的思

想) ，而且这本义可以通过阅读而被读者理解和把握，从而达到六经与读者融为一体的

境界。当然，这个本义预设是建立在对圣人的敬重情感上的，具有强大的情感基础。这

种在敬重情感中的本义预设，不是理解意义上的本义预设。圣人思想作为本义，并非在

理解中加以界定的，而是在敬重情感中确信并指向的。”①换句话说，谢文郁的“生存分析

法”更加强调的是文本意义生成背后的“情感”，而“取消本义预设”则有强大的“情感”作

为起点，“因为处在不同的情感中，他们( 指读者———引者注) 对文本的阅读理解活动可以

沿着不同方向生成意义”②。而晓东似乎过分强调了“取消本义预设”，并以此为理所当

然的前提条件，冲动地挑战权威解释。“情感”的作用则隐含其后，晓东在书中对之着墨

并不多。所以，说句不太客气的话，晓东此举，有极大的“学艺不到家”之嫌。不但如此，

他还进一步对谢文郁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比如他认为，“谢文郁的《中庸》解还有一大倾

向，那就是: 追求最简单的一致性”③，而且，“这种‘单纯’情结造成的最大遗憾就是，我们

读不到谢文郁对《中庸》‘教—化’论的深入探讨”④。这里我并不是说晓东对谢文郁的文

章不能批评或不能评论，哲学的魅力就在于争辩，当然包括与自己导师的争辩。我想说

的是，晓东有点强人所难，或者说，有点“请君入瓮”的意味在其中了。他的逻辑错误在

于，《意志与真知》这部书在探讨“教—化”问题，而谢文郁的文章没有深入讨论“教—

化”，所以他的文章过分简单了。以自己擅长的主题为标准，评判自己导师的文章，这实

在有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味道。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欣赏晓东观察问题的角度，也

欣赏他敢于批评自己导师的勇气，但对于他在导师门下“学艺不精”就急着要批评或超越

导师的态度，则保留意见。

与此相关，笔者认为，还必须要指出晓东此书一个重要的缺点，那就是对古代圣贤的

敬重感不足。这部书对朱熹和王阳明的“挑战”自不用说，这是作者年轻锐气所在，但读

罢此书，总体感觉晓东博士对朱子和阳明作为理学大师和心学圣贤缺乏“敬重感”。朱熹

本人特别强调在“敬重”中读圣贤之书。比如，他曾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

彻尾，不可顷刻间断”( 《朱子语类》卷十二) ，而由此提出的“居敬”工夫更是对后世影响

深远。黄勉斋曾称赞朱熹说，“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 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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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谢文郁:《文本诠释与哲学史研究》，《文史哲》2016 年第 4 期。
谢文郁:《文本诠释与哲学史研究》，《文史哲》2016 年第 4 期。
邹晓东:《意志与真知———学庸之异》，第 206 页。
邹晓东:《意志与真知———学庸之异》，第 2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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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 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

新儒学大师徐复观先生多次引用这段话，并反复强调，“敬乃贯彻于道德活动、知识活动

之中的共同精神状态”。① 如果以“敬重感”为基点，就会发现晓东此书问题多多，诚如陈

明教授指出来的，“晓东发现了问题，但解决得并不是很叫人满意。原因，一是可能过于

偏向义理，而对经典文本本身的研究措意不够，显得飘忽”②。在笔者看来，陈明教授所说

的“措意不够，显得飘忽”其实就是对经典文本缺乏“敬重感”所致。笔者也相信，晓东的

锐气以及对儒学经典文本缺乏“敬重感”，也是他近几年遭受一些学术压力的原因所在。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陈明教授指出的“措意不够”，还包含晓东此书的另一个缺陷所在，

那就是考据不足。

晓东此书过于偏重义理，并且似乎“一意孤行”，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提出的方法，挑战

并批判朱子和阳明这些宋明理学和心学大师，明显的缺点是对《大学》《中庸》的考据不

足。仅从这一点来说，朱熹的“义理从文字中迸出”的观点，显然没有引起晓东的重视。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曾说，“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 《朱子语类》亦记其

言曰，“读书着意玩味，方见得义理从文字中迸出”。可见，朱子也重视义理，这首先体现

在他对“文字”的重视上，所以，考据也是他在《四书集注》中特别的心血倾注，传说他在

去世前一晚仍然在修改自己的这部传世之作。同样，王阳明在《大学问》中言: “物者，事

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

这样一来，“格物”的意思就是纠正人对具体事物的不正确处理，使之全部回归到正确的

轨道上。阳明正是通过对“事”与“格”的重新界定，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心学思想。所以，

考据、概念界定乃是义理阐释的第一步，需要扎实的学术功底。而纵观晓东这部书稿，则

明显缺乏这一点。这纵然与全书的写作目的和观点表达有关，但如果能加强这一步，把

考据与义理阐释结合起来，步步稳扎稳打，或许这部书稿会更出彩，相应的批评意见也会

随之减淡。

总之，晓东此书，观点新颖，问题意识敏锐，论证严密有力，方法论独特，但对儒家圣

贤和儒学经典文本缺乏敬重感，过分偏于义理，忽略考据，优缺点同在。但无论如何，初

生牛犊不畏虎，学界更需新精锐，这部书总算是一部难得的佳作，尤其对年轻学者来说，

在当今浮躁的学术氛围中，能够花费十年之功，不断修改、完善，最终成功出版，这都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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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引自徐复观:《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与态度问题》，见《徐复观全集·中国思想史论集》，
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4 年，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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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鼓励的一件事。所以，作为老友和同仁，笔者愿意以此篇文字，作为一份贺礼，向晓东

博士献上自己的祝贺!

( 作者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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